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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时空分异评价与 

障碍因子诊断
1
 

李洁 

（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淮南 232001） 

【摘 要】：文章结合灰关联熵权 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 2007-2016 年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定

量评价和主要障碍因子诊断。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6 年长江经济带整体、东中西段及 11省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均

呈不同幅度上升态势，除江西、湖南一直处于中级水平外，其余各地均由 2007 年的中级水平升为 2016 年的良好水

平，但提升压力与潜力俱在；2007-2012 年东中西段土地综合承载力基本呈西高东低阶梯状空间格局，2013-2016

年基本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空间格局；4 个子系统承载力呈不同幅度上升态势，经济社会系统基本呈线性增长态势，

土地资源和科教管理系统上升幅度小，生态环境系统波动频繁，子系统不一致性变化制约了土地综合承载力快速提

升；土地资源承载系统是首要障碍系统，人口密度、土地集约化程度、地均废水负荷等是主要障碍因子；土地综合

承载力提升应重点突破与系统治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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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土地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其可持续利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长江经济带

横贯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面积约占全国的 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全国的 40%，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区

域之一
［1］

。然而长期高强度的经济开发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使得长江经济带正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尤其是土地资源短

缺和土地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据统计，2016年长江经济带耕地面积减少占全国 52.35%，废水、化肥等土地污染物分别占全

国 44.21%和 35.66%。因此，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土地生态环境污染破坏形势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科学评价长江经济带土地

综合承载力并诊断其关键障碍因子，对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系统梳理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相关文献发现，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主要围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方法选择展开。典型

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土地综合承载力影响因子的复杂属性，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等系统中

选择相应影响因素构建指标体系，如于广华（2015）等
［2］

从水土资源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技术发展、社会支撑四个维度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李兰图（2011）等
［3］

构建包含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经济技术、社会发展 4 个维度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基

于固定框架模型，如 PSR 模型
［4］
、DPSIR 模型

［5］
构建指标体系。指标筛选多采用频度统计法、极大不相关法等

［6］
，指标选择也

从绝对量指标转向相对量指标。在评价方法方面，多运用常规趋势法
［7］

、模糊数学法
［8］

、系统动力学法
［9］

、主成分分析法
［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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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或模拟某一区域土地承载力。不难看出，评价方法由单一因子承载力测度向综合因子承载力测度，由主观测度向客观测度

的转变。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方法选择方面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启发。但相关研究仍有以下不足，一是指

标体系构建虽考虑了复杂性与归属性，但忽视了影响因子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缺少理论分析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内在

演变机理，也就难以从整体层面统筹协调各要素关系；二是评价方法虽能测度或模拟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时间演变，但难以量化

诊断土地综合承载力的障碍因子，且难以反映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内各子系统的演变。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最终目的在于趋近土

地最佳承载状态，远离土地最劣承载状态，而 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法就是通过测度目标靠近正理想解和远离负理想的距离来评价土地综合承载力水平
［11］

。TOPSIS 法不仅能反映系统总体状况还能

反映系统内各子系统状况，在样本容量、指标多少和数据分布等方面均没有严格要求，具有几何意义直观、运算灵活和信息失

真小等优点，应用广泛
［12］

；三是研究尺度多集中于单一省域或市域，难以从空间差异角度寻求土地承载力提升对策。基于此，

本文首先以系统论为原理，在刻画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机理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灰关联熵权

法和 TOPSIS 法相结合的客观加权评价法，从时空两个维度评价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演变，并引入障碍度模型量化诊断制

约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的关键障碍因子，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治理提供依据。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
［13］

，其要素个体功能发挥取决于其它构成要素实现

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
［14］

。土地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土地综合承载系统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

容量及科教管理水平等具有相互作用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如图 1所示。 

 

土地资源一方面为人类生存提供必需的农畜产品，另一方面为人类发展提供建设空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社

会系统发展离不开土地资源的支撑，不管是人口增长对土地生产功能需求的增加，还是城镇化对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都将消

耗一定的土地资源和产生一定的污染物，驱动土地生态环境发生相应变化。当土地生态环境压力超限，如建设用地增加导致森

林生态破坏，难以维持人与生物圈的平衡、水土流失加剧等。生态环境将产生反作用力，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应对

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土地资源短缺和土地生态环境恶化，人们会采取相应改善措施，如增加地均环保投入、提高绿色创新水平、

革新土地管理模式、加大环保宣传等，以更好发挥土地资源优化与土地生态环境改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与促进作用。区域

土地综合承载力不仅受到区域内要素影响，还受到区域外要素影响，如全球变暖导致极端气候现象增加，影响地表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土地综合承载系统从整体层面协调 4 个子系统构成关系，而 4 个子系统则从不同层面支撑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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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中土地资源系统是经济社会系统存在与发展基础，也是土地生态环境的载体，起基础性作用。经济社会系统是引起土地

资源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变化的根本力量，也是连接两者纽带，同时是科教管理系统作用得以发挥的关键，起核心作用。土地

生态环境系统容量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可能边界和土地资源承载力提高，起约束作用。鉴于当前多数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将科

教管理水平提高直接视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自然而然产物，而忽视将其纳入指标体系中的不足，本文增加科教管理维度。

原因一是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直接指代科教管理水平具有一定片面性，难以真实反映科教管理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影响。从党

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不难看出，生态环保理念的迅速提升、绿色创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土地管理水平的提高等，需

要教育宣传、绿色创新研发投入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共同作用，而这些都是经济社会发展难以直观反映的；二是科技创新能力和

管理水平都是一种隐性能力，其典型特征是延续性与稳定性，教育水平也是随着教育经验的积累不断提升，而经济发展受外部

环境影响较为显著，如金融危机、地方保护主义等，实际中经济增长可能波动较大，因此以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直接指代科教管

理水平难以避免大幅波动，与科教管理特性不符；三是科教管理系统与其他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首先，科技发展有利于绿色创新技术水平提高，促进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土地生态环境改善。其次，环保教育

一方面直接有利于人们环保意识提升，另一方面教育为科技发展提供大量科技人才，通过科技发展作用于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

最后，土地资源有效节约和高效利用有赖于土地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何捍卫耕地红线，如何提高建设用地效率，破除“摊

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如何消除鬼城空城和闲置园区，如何盘活城乡闲置土地置换等，都亟须土地管理水平提高予以应对。由

此不难看出科教管理系统既是土地资源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优化、提升的保障，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起保障

作用。 

基于上述土地综合承载系统构成要素相互作用机理分析，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2-3，12，15］

基础上，结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

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和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等政策文件，依据长江

经济带实际情况，按照指标选取的代表性、独立性、系统性和可量化性原则，以突出反映 4个子系统内涵为重点，选取了 24个

指标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所列。 

表 1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指标 权重 

经济社会 

城镇化率 S1/% 0.039 

人□增长率 S2/%
*
 0.037 

二、三产业比重 S3/% 0.040 

地均 GDPS4/(万元·km
-2
) 0.038 

地均居民消费水平 S5/(元·km
-2
） 0.040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S6/(万元·km
-2
） 0.043 

土地资源 

水土资源匹配系数 R1 0.034 

人□密度 R2/(人·km
-2
) 0.048 

人均耕地面积 R3/(hm
2
•人

-1
） 0.045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R4/（m
2
•人

-1
） 0.04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R5/(m
2
•人

-1
） 0.036 

人均建成区面积 R6/（km
2
•万人

-1
） 0.041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 E1/% 0.047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E2/% 0.032 

地均废水负荷 E3/（万 t·km
-2
） 0.048 

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E4/% 0.090 

地均环境治理投资额 E5/（万元·km
-2
） 0.044 

地均工业固体废弃物负荷 E6/（万 t·km
-2
）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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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管理 

土地集约化程度 M1 0.044 

建成区面积增长弹性系数 M2
*
 0.029 

R&D 经费投入强度 M3/% 0.037 

地均财政教育科技支出 M4/（万元·km
-2
） 0.039 

地均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 M5/（项·km
-2
） 0.044 

地均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 M6/（人·km
-2
） 0.031 

 

注：S1-M6为指标代码；带*指标为负向指标，其余均为正向指标；指标权重计算见下文公式（3）-（5）。 

 

经济社会子系统主要考察区域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是驱动土地综合承载力变化的根本力量，其中城镇

化率（S1）、二三产业比重（S3）、地均 GDP（S4）和地均居民消费水平（S5）从不同角度直观反映区域经济实力，人口增长率（S2）

反映区域经济吸引力，地均固定资产投入（S6）反映区域土地开发强度；土地资源子系统主要考察土地资源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与消耗，是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基础，其中水土资源匹配系数（R1）反映土地自然状态质

量的优劣，人口密度（R2）反映土地承载人口的压力，人均耕地面积（R3）反映土地资源储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4）和人均

建成区面积（R6）反映土地供需状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R5）反映土地资源对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满足状态；生态环境子系统

主要考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土地生态环境所能承载的经济社会发展边界，是制约土地综合承载力

提升的关键因子，其中森林覆盖率（E1）、建成区绿化覆盖率（E2）、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E4）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区域土地

生态现状，地均废水负荷（E3）、地均工业固体废弃物负荷（E6）反映区域土地环境污染强度，地均环境治理投资额（E5）反映区

域致力于土地环境改善的力度；科教管理子系统主要考察科技创新、教育发展和土地管理对提高土地综合承载力的作用，其中

土地集约化程度（M1）和建成区面积增长弹性系数（M2）反映土地管理水平现状，R&D 经费投入强度（M3）和地均发明专利申请

授权数（M5）反映区域绿色创新技术水平，地均财政教育科技支出（M4）和地均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M6）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教

育发展水平。此外，根据指标对结果效用的不同，划分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评价结果越好）和负向指标，见表 1所列。 

上述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研究区 11省市统计年鉴，

除少数指标直接获得外，其余指标均为计算获得，所有指标均为相对性指标，能更为客观评价区域间土地综合承载力差异。 

三、评价方法与模型 

（一）灰关联熵权 TOPSIS 法 

TOPSIS模型全称为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原理是通过测度评价对象与正（最优）、负（最劣）理想解的相对距离进行排序优选，

适用于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问题，能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动态变化趋势，可用于评估土地综合承载力
［16］

。不同指标

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结果效用存在差异，客观确定指标权重直接影响结果的精确性。熵值法通过评价对象信息量大小确定其权重，

能有效兼顾指标的变异程度，可客观反映其重要性。承载力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其评价指标设置难以完全避免模糊性与不确定

性，灰色关联法能够有效解决部分信息已知和部分信息未知的问题
［17］

。据此本文借鉴文献
［18］

，结合熵值法与灰色关联法优点，

引入灰关联熵权法，构造灰关联熵权 TOPSIS法用于评价土地综合承载力。具体步骤如下： 

1.评价指标数据标准化 

标准化的目的是消除指标量纲不同和指标性质不同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设有 m 个评价对象，n 个评价指标，形成原始评价

矩阵 R =( Rij ) m × n。本文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越大越好）指标处理方式，见公式（1），负向（越小

越好）指标处理方式，见公式（2）。 



 

 5 

 

 

根据公式（1）、（2）得到标准化评价矩阵 V =(Vij )m × n。 

2.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构建 

分别取 4个子系统各评价指标标准化值的最大值构成参考序列 V0，则 V0 = {v01,v02,⋯,v0n}，v0j =maxvij,j = 1,2,⋯,n。则第 i 

年第 j 项指标的灰色关联系数为： 

 

其中，分辨系数λ= 0.5。 

则第 j 项评价指标的灰关联熵为： 

 

其中， 因此，第 j 项评价指标的灰关联熵权为： 

 

其中，tj = 1-Ej为第 j项指标的偏离度。 

则加权规范化矩阵为： 

 

3.确定正、负理想解 Y
 +
 和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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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距离计算 

计算评价对象各指标不同年份值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D
+
和 D

-
： 

 

5.计算贴近度 

贴近度表征评价对象与最优评价方案的接近程度，通常用 Tj表示，公式如下： 

 

由式（11）可知，Tj ∈[0,1]，其值越接近 1，表明土地综合承载力越接近最优状态。反之，越接近 0，土地综合承载力越

接近最劣状态。 

目前关于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成果较多，但由于研究方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研究区域的不同，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

土地综合承载力划分标准，故本文根据研究目的和相关研究
［19-20］

中常采用的非等间距划分方法将贴近度划分为 4 个等级，表示

土地综合承载力水平高低，见表 2所列。 

表 2 土地综合承载力水平判定标准 

贴近度 [0,0.3) [0.3,0.6) [0.6,0.8) [0.8,1) 

承载水平 较差 中级 良好 优质 

 

（二）土地综合承载力障碍因子诊断模型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目的在于识别差距和改善方向，对影响土地综合承载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与分析，可以更有针对性

地制定相应对策。在此引入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 3个变量。因子贡献度 Fij是单项指标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贡献度，

一般用指标权重ωi 表示；指标偏离度 Iij是单项指标实际值与最优目标值之间的差距；障碍度 Oi是子系统或单项指标对土地综

合承载力的障碍程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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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i=1-vij，vij为指标标准化值。 

四、实证测算与结果评价 

（一）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及分段土地综合承载力结果评价 

长江经济带地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区域内发展差异大，为了更客观体现差异，按照传统地域划分法，将长江经济带划

分为东段（上海、江苏、浙江）、中段（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西段（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根据上文研究方法，

本文测算了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分省市及分段土地综合承载力，见表 3所列。 

表 3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及分段土地综合承载力结果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标准差 东段 中段 西段 

2007 0.365 0.401 0.362 0.298 0.402 0.346 0.424 0.368 0.316 0.376 0.381 0.037 0.310 0.349 0.382 

2008 0.358 0.394 0.376 0.286 0.408 0.317 0.443 0.331 0.313 0.371 0.389 0.047 0.299 0.337 0.373 

2009 0.363 0.343 0.368 0.326 0.442 0.364 0.500 0.320 0.337 0.377 0.389 0.053 0.302 0.384 0.355 

2010 0.327 0.328 0.406 0.433 0.516 0.382 0.489 0.352 0.417 0.408 0.419 0.060 0.326 0.424 0.434 

2011 0.373 0.347 0.394 0.420 0.490 0.384 0.481 0.419 0.406 0.380 0.383 0.044 0.388 0.398 0.420 

2012 0.402 0.377 0.453 0.438 0.593 0.456 0.508 0.479 0.474 0.369 0.425 0.063 0.434 0.438 0.455 

2013 0.556 0.575 0.579 0.599 0.502 0.601 0.478 0.606 0.614 0.545 0.588 0.044 0.593 0.595 0.583 

2014 0.610 0.587 0.602 0.609 0.531 0.634 0.518 0.641 0.629 0.604 0.620 0.040 0.644 0.620 0.649 

2015 0.647 0.620 0.625 0.611 0.560 0.616 0.560 0.619 0.629 0.596 0.623 0.027 0.684 0.625 0.634 

2016 0.680 0.638 0.658 0.659 0.586 0.656 0.581 0.692 0.648 0.613 0.649 0.035 0.714 0.668 0.651 

 

注：标准差为 11省市标准差，不包含东中西段。 

 

表 3显示，从时间尺度分析，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与东中西段土地综合承载力均呈不同幅度上升态势，2016年，

11 省市中除江西和湖南还处中级水平外，其余省市均达良好水平，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与土地生态环境建设总体成效显著，但提

升潜力依然大。其中，安徽省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幅度最大，10年间提升了 121.1%，原因是初期土地综合承载力过低，提升空

间大，且安徽快速发展起步时间相对较晚，土地破坏与污染存量相对较低。湖南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幅度最小，10 年间仅提升

了 37.2%，原因是初期土地综合承载力相对较高，提升空间相对较小，但地均污染治理投入增长缓慢和湿地面积减少等是湖南土

地综合承载力提升幅度不大的重要原因。其余省市 10年间土地综合承载力增长幅度多处于 60%～90%之间，增长幅度差距不大，

各省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均提升显著。10年间东中西段土地综合承载力增幅同样显著，分别提升了 130.3%、91.7%、70.7%。 

从空间尺度分析，各省市及东中西段土地综合承载力均存在一定差距，标准差显示，2007-2012 年 11 省市间差距呈扩大态

势，2012年后差距呈缩小态势。一是我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土地综合承载力必然存在差距。二是 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各地开始大力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差距开始缩小。此外，首末位省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绝对差值由 2012 年的 0.224

降为 2015 年的 0.087，下降了 1.57 倍，尤其是 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和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等七项重点任务后，各省市间加强交流合作，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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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环境治理投入等，使得区域内差异不断缩小，首末位省市间差距也大幅缩小。以 2012 年为转折

点，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呈现西高东低阶梯状空间格局向东高西底阶梯状空间格局转变，且东段地区整体优势越发显著。

与中西段地区相比，虽然东段地区前期粗放式的高速发展导致土地需求压力倍增和土地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高存量，以致 2012年

之前一直低于中西段。但近来东段地区依靠先发优势在环境污染治理、绿色创新技术研发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规模迅速扩大，

土地综合承载力显著提升并开始超过中西段，这也说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的正向作用开始显

著大于负向作用。 

（二）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及子系统承载力结果评价 

为了更深入分析长江经济土地综合承载力变化趋势及可能原因，计算 4 个子系统贴近度，据此分析长江经济带各子系统承

载力特征与演变趋势，如图 2所示。 

 

1.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呈上升态势。样本期内 D
+
由 0.188下降为 0.089，实际值与理想值差距不断缩小，

逐步趋于正理想解；D
-
由 0.093 上升为 0.182，实际值与非理想值差距不断扩大，逐步偏离负理想解，承载力由 2007 年的 0.330 

升为 2016年的 0.669，提升了 102.7%，土地综合承载力显著提升。这首先得益于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创新发展理

念等贯彻落实和清洁生产、节能降耗、环境治理等技术水平提高，以及国土空间优化开发、全过程治理和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等

管理模式创新，极大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了土地生态环境；其次，长江经济带作为三大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

其地位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国家和区域内各省市

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或措施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如 2007 年《上海市节能减排工作实施方案》、2013 年《安

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利用工作的意见》、2014 年《湖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14-2030）》、2015 年《长江经

济带国土资源与重大地质问题图集》、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的制定与实施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治理提供

了政策支撑与行动指南，极大促进了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 

2.子系统承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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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社会承载力 2007-2016 年经济社会承载力基本呈线性上升态势，增幅大，承载力由中级水平上升为良好水平。长

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T”形空间结构战略极其重要的一横发展轴，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改

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经济总量不断跃升，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居民消费

水平层层攀升。2007-2016年地均 GDP、城镇化率、地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0.55%、2.63%、9.54%，2016 年第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达 90.64%，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特别是提质增效发展方式的深入推进，不但有效提高了

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资源消耗浪费，而且减轻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有力支撑了土地经济社会承载力的

持续快速提升。 

（2）土地资源承载力 2007-2016年土地资源承载力呈波动上升态势，总体变化幅度小，评价期内一直处于中级水平，提升

压力与提升空间并存。土地资源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必然带

来需求压力和污染破坏压力交织叠加，导致土地资源承载力难以显著提升。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创新理念等的贯彻落实，

长江经济带正加速步入集约高效、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土地资源集约化利用水平持续提高、耕地红线制度严格落实、人口—经

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正逐步形成。水土资源匹配系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分别由 2007年的 61.15、8.41m
2
·人

-1
上升为 2016 年的 85.16m

2
·人

-1
、12.83 m

2
·人

-1
，土地资源压力存量不断消除、新增压力逐步趋弱，土地资源承载力状况明显

改善，提升趋势稳中向好。 

（3）生态环境承载力 2007-2016年生态环境承载力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变化幅度较大，承载力由中级水平上升为良好水

平。其中，2007-2012 年波动频繁，未形成显著演变趋势。从子系统内部看，正向指标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由

2007 年的 29.96%、35.7%上升为 2012 年的 35.08%、39.5%；正向指标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基本未变，地均环境治理投资额

虽总体上升，但期间也出现两次下降；负向指标地均废水负荷、地均工业固体废弃物负荷分别由 2007 年的 4.64 万 t·hm
-2
、0.62 

万 t·hm
-2
 增加为 2012年的 4.86 万 t·hm

-2
、0.79万 t·hm

-2
。综上，子系统内部正负指标共同作用，导致这一阶段生态环境承

载力波动频繁。2012-2013 年生态环境承载力显著提升，提升幅度达 118.8%，直接得益于系统内正负指标均向好发展，如森林

覆盖率、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分别上升了 8.8%、41.8%，而地均工业固体废弃物负荷降低了 1.3%。深层次则是发展方式转

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共同发挥作用所致。 

（4）科教管理承载力 2007-2016年科教管理承载力总体呈上升态势，变化幅度小，评价期内均属中级水平。科技创新与教

育水平提高，不但能直接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速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而且能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实现消费革命，从多个

方面作用于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科技创新与教育水平作为一种内蕴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隐性能力，典型特征是稳定性，

理论上是稳定上升，从地均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和地均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的稳定提升即可体现，两者分别从 2007 年的 11.6

人·hm
-2
、0.052 项·hm

-2
，上升为 2016 年的 13.8 人·hm

-2
、0.374 项·hm

-2
，但短期内难以实现大的突破，这决定了科教管理

承载力提升的缓慢与稳定。而 2007-2009 年、2012-2013 年科教管理承载力 2 次下降主要是管理方式滞后所致。具体看，土地

集约化程度由 2007年的 1.985 下降为 2009年的 1.640。产出投入比不断降低反映了土地投入边际产出正在弱化，应积极调整土

地投入管理策略，扭转这一趋势；建成区增长弹性系数由 2007 年的 0.215增长为 2009 年的 0.597，表明城市规模扩张速度正逐

步追平经济增长速度，城市无序扩张压力大。城市无序扩张不仅造成土地需求压力倍增，还导致诸如建设垃圾激增、基础设置

滞后等负面影响。2012-2013年科教管理承载力下降原因与 2007-2009年类似。 

（三）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障碍因子诊断 

根据公式（12）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各因子障碍度，为了体现关键性，这里仅列出障碍度排名前 8的因子，

见表 4所列。在单项指标障碍度计算结果基础上，进一步测度各子系统障碍度。 

表 4 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主要障碍因素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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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2007 年 2012年 2016 年 

障碍因素 障碍度(%) 障碍因素 障碍度(%) 障碍因素 障碍度(%) 

1 E4 11.53 E4 7.67 R2 20.89 

2 E1 5.94 R2 5.68 M1 19.15 

3 M5 5.61 E6 5.36 E3 17.07 

4 E5 5.59 E5 4.99 R3 14.16 

5 S6 5.43 M1 4.94 S2 12.66 

6 R3 5.40 S6 4.82 E6 6.72 

7 R4 5.30 E3 4.81 M2 6.59 

8 R6 5.22 M5 18.05 E5 2.76 

 

1.指标层障碍因子分析 

如表 4 所列，首先，从主要障碍因子的集聚性看，2007 年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系统和土地资源系统，两个系统各涵盖 3个

指标，具体包括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森林覆盖率、人均耕地面积等；2012年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系统，涵盖了 4个指标，

集聚性增强，具体包括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地均工业固体废弃物负荷等。此外，科教管理系统也涵盖了 2 个指标，分别

是土地集约化程度和地均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表明土地管理水平滞后和土地科技创新水平不高的阻碍作用正逐步增强；2016

年集聚性较为分散，生态环境系统涵盖 3 个指标，土地资源系统和科教管理系统各涵盖 2 个指标。结合各指标障碍度数值看，

单项指标障碍度数值随着时间推进，呈现不断增大态势，如 2007年首位障碍因素障碍度为 11.53%，2012 年为 18.05%，2016 年

则为 20.89%，这表明未来在注重障碍因素集聚性同时，需同时关注单项因子的障碍度，尤其是排序靠前的障碍因子，系统治理

与单项突破相结合，有重点的将资源倾向某些关键性障碍因子，以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 

其次，从单项障碍因子年际排序变化看，不同年份变化较大。其中，2007年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E4）、森林覆盖率（E1）

和地均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M5）位列前三位，且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障碍度远远高于其余因子。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

具有净化水源、降解污染物、维持自然生态健康平衡等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对土地生态环境变化有重要影响，湿地面积占辖

区面积一直不高，严重制约了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2012 年，前三位障碍因子出现了较大变化，除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依

然是首位障碍因子外，人口密度和地均工业固体废弃物负荷分别成为第二、第三位障碍因子。两者分别由 2007 年的 601.52

人·hm
-2
、0.062 万 t·hm

-2
上升为 2012 年的 653.78 人·hm

-2
、0.079 万 t·hm

-2
，两者数值的快速上升成为障碍度显著提升的直

接原因。2016 年人口密度上升为首位障碍因子，土地集约化程度、地均废水负荷紧随其后，分列第二、第三。人口密度障碍度

上升为首位，一是人口密度一直在增加，二是原先首位障碍因子状况不断改善，如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由 2007 年的 9.36%

上升为 2016 年的 13.27%，共同作用所致。而土地集约化程度由 2007 年的 1.985 降为 2016 年的 1.399，地均废水负荷由 2007

年的 4.64万 t·hm
-2
升为 2016 年的 4.99万 t·hm

-2
是两者障碍度显著提升的直接原因。从单项障碍因子年际排序变化不难看出，

人类活动已成为制约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最后，从不同年份共同障碍因子变化看，地均环境治理投资额（E5）为 3年共同障碍因子，环境治理投资是改善土地生态环

境重要手段之一，结合表 1看，其权重排在第 7位，对土地综合承载有重要影响。人口密度（R2）、地均工业固体废弃物负荷（E6）、

土地集约化程度（M1）、地均废水负荷（E3）是 2012 年和 2016 年的共同障碍因子，其中人口密度、土地集约化程度、地均废水

负荷障碍度与排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升，表 1 显示，其权重排序分别为第 3 位、第 8 位、第 2 位，说明这些障碍因子的改善

是未来提高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着力点，需重点关注。此处也启示，10 年间障碍度和权重均排序前 8 的指标是未来首要关注点，

而近期新出现在前 8位的障碍因子，如果其权重也在前 8位，则是未来需重点关注的，如果其权重靠后，一般对结果影响不大，

短期内集中解决即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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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系统层障碍度分析 

如图 3 所示，从变化趋势看，2007-2016 年 4 个子系统障碍度变化趋势不尽相同。社会经济系统障碍度除 2013 年有小幅

波动外，基本呈线性下降趋势，10 年间共下降了 138.9%；土地资源系统和科教管理系统障碍度变化趋势相似，2007-2012 年障

碍度维持在 18.4%～23.9%之间波动，变化幅度小，且未形成显著的上升或下降趋势，2012-2014 年快速上升，之后土地资源系

统障碍度继续上升，科教管理系统障碍度开始下降，两者存在一定差异，但就总的变化而言，与 2007年基期相比，两者障碍度

均较大幅度上升；生态环境系统障碍度总的波动最频繁，幅度最大，但也呈现较为显著的三个变化阶段，波动上升（2007-2012 

年）、迅速下降（2012-2014 年）、小幅上升（2014-2016 年）。从具体数值看，社会经济系统、土地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

科教管理系统障碍度年平均值分别为 21.65%、25.99%、28.17%、24.19%，结合数值年际变动分析，社会经济系统高障碍度阶段

集中在 2010年之前，生态环境系统 2012年之前障碍度明显高于 2012之后，据此可以判断，土地资源系统是未来一段时期首要

障碍系统，生态环境系统障碍度增长压力依然严峻，形势不容乐观，科教管理系统障碍度虽然下降趋势显著，但障碍度仍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从土地综合承载力看，时间上，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整体、11省市及东中西段均呈不同幅度上升态势。除江西、

湖南一直处于中级水平外，其余省市及区域均由 2007 年的中级水平上升为 2016 年的良好水平，综合承载力提升显著，但 2016

年仅东段地区承载力达 0.7 以上，提升压力与潜力俱在。空间上，各省市及东中西段承载力分布存在一定差异。2012 年前差异

呈扩大态势，2012 年后差异呈缩小态势，得益于区域协调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贯彻落实。东中西段承载力呈两阶段相反分布特

征，2007-2012年基本呈西高东低阶梯状空间格局。2013-2016 年基本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空间格局。主要是前期土地资源消耗、

生态环境污染存量与后期绿色创新技术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差异等共同作用所致。 

（2）从子系统承载力看，2007-2016 年 4 个子系统承载力总体呈不同幅度上升态势，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奠

定了坚实基础。其中土地经济社会承载力基本呈线性增长态势，土地资源和土地科教管理承载力上升幅度小，土地生态环境承

载力波动频繁。子系统不一致性变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快速提升，尤其是同一年份子系统有升有降，土地综

合承载力提升更为缓慢，甚至下降，这说明必须统筹协同子系统间关系，注重消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土地资源与土地生态环

境的不利影响，着力提高科教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以实现 4个子系统承载力的协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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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子系统障碍度看，土地资源承载系统是制约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的首要障碍系统。其次是土地生态环境

系统，且障碍度提升压力大。之后依次是科教管理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其中科教管理系统障碍度虽下降趋势显著，但障碍度

仍较高，应持续关注。从具体指标障碍度看，人口密度、土地集约化程度、地均废水负荷、环境治理投资等是主要障碍要素。

结合指标权重高对结果影响大的原则可以得出，障碍度与权重均排序靠前的指标是首要关注对象，障碍度排序靠前而权重排序

较靠后的指标，短期内重点突破即可成效显著，障碍度排序较靠后而权重排序靠前的指标，是潜在的易转化为高障碍度的指标，

需持续关注。 

（二）政策建议 

综上，评价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虽实现了增长，但提升压力依然严峻，有效提高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还

需多方努力，具体应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创新为动力源驱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能耗和污染排放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压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益；以协调、共享

为抓手推动区域开放合作，构建土地污染防治联动机制和定期经验交流机制，共同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关

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从整体上推进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进展；以绿

色为发展底线督促生态环境改善，建立实施土地资源产权制度和土地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着力提高湿地占比、森林覆盖率和人

均耕地保有量等，拓宽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渠道，提高财政环境保护投资占比，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红线，扩大生态空间；第二，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城市发展由摊大饼式的粗放模式向集约高效的精益模式转变，降低土地财政依赖，提高建设用地效率

和地均产出边际收益。科学规划城市发展，消除鬼城空城及低产出或闲置园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办法更好提高土地生产力，盘活城乡闲置土地置换；第三，贯彻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速产

业升级步伐，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减轻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

外部性影响，不断提高土地生态环境承载力；第四，应重点关注土地资源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同时兼顾社会经济系统和科教

管理系统，进一步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关系，探索和创新土地利用、节约、保护、

治理方式，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全面提高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推动长江经济带土地综合承载力持续提高。 

全面而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有效的评价方法是科学评价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基础和保障。鉴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系统属性，

借助系统论原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灰关联熵权 TOPSIS 法测度长江经济土地综合承载力，并从时空两个维度加以评价。

评价目的在于识别差距与改善方向，采用障碍度模型，结合排序，明确子系统障碍度与关键障碍因子，为有效提高土地综合承

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研究被赋予了更多使命，如何构

建更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更加符合实际运用的数理模型仍需探索。如怎样有效减小跨区域环境污染导致的数据误差，

怎样有效预测未来一段时期承载力动态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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